
知识论语境中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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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理解是西方哲学史上的重要概念，围绕这一概念形成不同的理解论。

近些年，理解作为一种与认识相区别的认知方式，成为英美知识论研究关注的新热

点。以意义与意向性 （心理因）的关联为核心的理解论，选择从意义概念切入，在

实践知识论的视域中研究理解问题，并将对语言及行动的意义的理解，诉诸言说者

或行动者的心理因，尤其是意向性的把握。意义领域中的理解的特质表现为理解者

与被理解者的心灵的交流与汇通 （尽管它未必显露出来），这也正是理解与认识的

基本区别。理解的基础是理由，而非事实。理由可以包括事实，但远不止事实。正

是这一点决定了理解的方法的特殊性，即它运用的是 “最佳解释的推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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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在西方哲学史上是个重要概念，无论是在欧陆哲学还是英美哲学中都占

有独特的地位。在近二三十年来的英美知识论研究中，理解被作为一种旨在推进知

识理论的概念、一种与 “认识”（ｋｎｏｗ，知道）相区别的认知方式而重新受到关注。

各种有关它的解释与争论，包括理解的对象与性质；理解构成了什么样的理智成就；

它是否事实性的、是否透明的；它能否避免葛梯尔问题等，成为知识论研究的一个

新热点和难点。①

与此相关，知识论学说史的研究也对这一新热点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 用。

一些研究古希腊哲学的学者提出，古希腊哲学中的 “ｅｐｉｓｔｅｍｅ”一词不应当翻译为

“知识”，而应当译为 “理解”。由此，柏拉图的 《美诺》篇中的有关问题就不应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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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知识论学家们之所以转向关注 “理解”，有学者认为主要有如下三个理由。其一，理解

是当我们思考世界时希望实现的一个 “核心的善” （ａ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ｇｏｏｄ），理解的价值超过

了知识。其二，理解是科学的核心目标。其三，对理解的说明能够更好地解释 内 在 主

义、一致主义 以 及 与 德 性 相 关 的 问 题。参 见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　Ｂａｕｍｂｅｒｇｅｒ　ｅｔ　ａｌ．，“Ｗｈａｔ　Ｉ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ｉｎ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Ｒ．Ｇｒｉｍｍ，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　Ｂａｕｍｂｅｒｇｅｒ　ａｎｄ　Ｓａｂｉｎｅ　Ａｍｍｏｎ，

ｅｄｓ．，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ｆｒｏｍ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７，ｐｐ．２－４．



作是有关 “知识”的价值问题，而应被看作关于 “理解”的价值问题。① 正是在这

样的背景下，认为只有 “理解”才具有独特的价值，因而以往把知识作为知识论的

研究中心的做法，或许应当被具有更高地位的 “理解”所代替，这样的观点得到越

来越多的知识论研究者的认同。②

一、“意义”的普遍性及其与 “理解”的关系

在近代哲学中，洛克曾以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作为其著作的标题，即 《人类理解

论》，把 “理解”作为一种认识的能力加以阐发。莱布尼兹也以 《人类理解新论》的

名称作出回应。狄尔 泰 则 提 出 了 “精 神 科 学 如 何 可 能”的 问 题，其 解 决 思 路 是 以

“理解”作 为 精 神 科 学 的 基 础 与 方 法。到 了 现 代 哲 学 那 里，“意 义”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概念成为关注的一个焦点，使得欧陆的解释学与英美的分析哲学，都以

某种方式产生了 “理解”论，与意义论相关联。阐释学尤其是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

是在广义的 “文本”概念上来看待意义概念的。海德格尔把 “理解”视为对人生何

所向的筹划，也就是主体筹划自己可能的存在方式与意义。伽达默尔把 “理解”看

作有关人类的各种经验 （语言的、历史的、审美的，等等）的意义的诠释活动，因

此其 “意义”概念是一个包含着本体论、知识论乃至哲学本身的大概念。而分析哲

学最初是从语言的专门角度来看待意义概念，后来则发展到行动哲学的领域，其中

的两位代表性人物是维特根 斯 坦 与 戴 维 森。维 特 根 斯 坦 的 “语 言 游 戏”说 将 词 语、

命题的意义与它们的使用及规则联系起来，认为理解词语与命题的意义就在于理解

它们的使用及确定其意义的 规 则。戴 维 森 持 有 理 解 普 遍 存 在 的 理 念，分 别 从 语 言、

心灵和行动三个维度探讨了理解与意义的关系，把理解视为对心灵、语言、实 在、

行动的合理化解释。在分析哲学家中，戴维森对 “理解”的研究，无论在广度或深

度上都是首屈一指的。他在这方面的思想为后人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思想资源。

“意义”的理解具有普遍性。除了行动之外，对于语言表达的理解的核心同样也

是把握其意义。因此，不论 “言”还是 “行”，意义问题都覆盖其间。③ 这样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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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 见 Ｊ．Ｋｖａｎｖｉｇ，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ｐ．１８５．
参见Ｄｕｎｃａｎ　Ｐｒｉｔｃｈａｒ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Ｌｏｎｄｏｎ：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０９，ｐ．１４９．另

外，还可参见Ｎｅｌｓｏｎ　Ｇｏｏｄｍａｎ与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Ｅｌｇｉｎ合著的Ｒ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Ａｒｔｓ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早在１９８８年出版的这部著作中，他们就已拒绝把 “知识”
作为一个知识论的概念，而要用一种 “理解的理论”来取而代之。
从更广的范围说，理解还包括对生命意义的理解，这种意义来自主体的意向性的创造。
因此，作为一个整体，意义与理解的关系可以延伸到生命 （生活）的领域。甚至对于

世界也是如此，万物存在的意义也因为我们的理解而不同、而变化。



维特根斯坦尤其是戴维森的以意义为对象的理解论，就凸显出其价值。不过，就他

们留下的学说而言，虽然戴维森走得较远，分别从心灵、语言、实在、行动等方面

探讨了理解问题，然而他的这些开拓性的研究是分别归之于心灵哲学、语言哲学与

行动哲学之下的，并没能形成一个相对独立与完整的理解论，尽管他提出语言解释

是行动解释的一种特殊情况，并且将解释视为理解行动由以产生的意向的思想。按

此思路，言语乃是属于行动的一个部分，意向是产生行动的动因，将它们加以关联，

就可能构成一种统一的、有关言与行的广义上的行动的理解论。这是一项值得继续

深入推进的工作。从学说史 的 角 度 看，知 识 论 一 直 在 延 伸 其 领 域。从 “知 道 如 是”

（ｋｎｏｗｉｎｇ　ｔｈａｔ）到 “知道如何”（ｋｎｏｗｉｎｇ　ｈｏｗ）的扩展，“道德知识论”“社会知识

论”等分支的产生，都是明显的例子。如今 “理解及其理论”在分析的知识论中重

又获得关注，也是这一趋势的一个体现。

本文所做的努力，与戴维森的思路有关，尽管笔者是在对分析的知识论中的理

解论的研究与批评中产生这种想法的。具体说来，本文拟以 “意义”概念为切入点，

从 “实践知识论”的视域来研究 “理解”问题，① 并将意义的理解诉诸言说者或行

动者的心理因尤 其 是 意 向 性 的 把 握，由 此 思 考 一 种 以 “意 义”与 “意 向 性 （心 理

因）”的关联为核心的理解论，包括其方法论问题。

二、“意义”与 “意向”的关联

如所周知，“意义”是２０世纪西方哲学围之旋转的一个主要概念。仅就分析哲

学而言，它构成其语言转向的 核 心。维 特 根 斯 坦 基 于 语 言 的 意 义 论 来 探 究 理 解 论，

其理解的一个主要目标是语言的本性。似乎与他的影响有关，意义论与理解论的关

联得到了分析哲学家的关注。戴维森对理解论做出的重要推进在于，“理解”这一概

念被覆盖到了心灵、语言和行动三个维度。达米特甚至主张意义论就是理解论，不

过，他的意义论是仅就语言而言的。约翰·塞尔也同样将理解与意义关联起来，认

为 “当我意图向人们进行传达时，我的意图是要产生理解。但理解就在于要领会我

的意义”。②

意义被视为与理解密切关联，而探究这种关联性的性质与结构，在意义概念的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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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里所谓的 “实践知识论”，其基本的框架包括：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区别于理论 （思

辨）知识的、与行动有关的知识；康德 继 承 亚 里 士 多 德 而 来 的 与 理 论 知 识 相 对 的 道 德

行动的知识，只不过他的 “行动”的 概 念 应 被 扩 大 至 “言 与 行”的 更 大 范 围；赖 尔 所

提出的与 “ｋｎｏｗｉｎｇ　ｔｈａｔ”相对的 “ｋｎｏｗｉｎｇ　ｈｏｗ”的知识，以及戴维森所论述的以理

由为原因的行动的知识，等等。
约翰·塞尔：《心灵、语言和社会》，李步楼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

１３９页。



基础上形成一种有关语言与行动的统一的理解论，显然是知识论新的研究方向。这

里先以一个例子作为切入点来引出相关的分析。假如房间里面有两个人，他们之间

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于是某甲指着门对某乙说：“门在那里”。如何理解这句话的

意义 （ｍｅａｎｉｎｇ，亦可译为 “含义”）① 呢？显然，不能单纯从字面上把它理解为某

甲在告诉对方门的方向，而是要理解其 “言外之意”，即要求某乙离开。这就涉及对

言者的意向的理解，亦即需要根据言者的意向，来理解那句话的意义 （含义）。

上述实例显示出 “理解”概念具有如下的特性。首先，尽管 “理解”在多个领

域有着广泛的使用，但它却具有某种共同的特性，即追求把握对象的意义，不论这

种意义是蕴含在言语之 中，还 是 处 于 行 动 之 中。其 次，对 意 义 的 理 解 与 “意 向 性”

概念密切相关。不 论 是 言 语 的 意 义 或 是 行 动 的 意 义，从 根 本 上 说 都 是 由 意 向 决 定

的。② 再次，意向属于一种心理的活动。因此，对意向的把握，自然要追溯至心理

的层面，并且，与意向相关联的信念、目的、动机、欲望等，也就成为需要考虑的

相关因素。最后，这些相关联的要素共同构成一个 “心理因”的概念族。辨明这些

因素之间的关系，了解意向性在其中的关键作用，构成理解人类行为 （包括言语与

行动两大领域）的意义问题的核心。

１．语言的意义所在

存在着多种有关语言的意义问题的解释，其中之一是维特根斯坦的 “意义在于

使用”，即意义的 “使用论”。例如在建筑工地上，一位建筑师傅正在墙上砌砖。他

向下喊了一声：“砖”。下面的徒弟听到了，便将砖头抛给师傅。这里的 “砖”的意

义是 “把砖抛给我”，而不是其他的意思。假如换了个场景，譬如是在建筑材料展览

会里，如果你的同伴某甲 喊 “砖”，它 的 意 义 可 能 是 指 “请 看 前 面 的 砖，它 有 多 漂

亮”等。按照维特根斯坦的意义使用论，同样是 “砖”一词，它在不同的场景中的

不同使用，决定了它的意义。

然而，上面的例子我们也可从 “意向”的角度给出另一种解释。尽管 “砖”这

个词在不同场合可以有不同的使用，从而产生不同的意义。然而，之所以产生这些

不同的意义，却是源于言者的不同意向。从理论上说，任何言语的使用在正常的情

况下都会是有意识的行动。而只要是有意识的行动，就必定具有意向。意向性是行

动，包括言语行动的意识性的根本标志。显然，如果听者不能理解言者所要表达的

意向，他也就无法理解有关言词的意义。所以，与其说语言的意义在于使用，莫若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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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中文里，“意义”一词的意思包括了含义、内容与价值等。英文的 “ｍｅａｎｉｎｇ”的意

思也主要 是 指 含 义、意 思、价 值。不 过，它 还 有 一 个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的 含 义，
即被意向的东西，这一含义本身就与 “意向性”相关联。从字面上看，“意义”的这几

个含义本身就足以成为理解的对象。
这里说的行动的意义由意向决定，是就从行动者的主观方面进行评价而言的。行动的

意义另有从其结果来进行评价的方面，但这不列入本文的论域。



说在于言者的意向。因此似可得出，意义的使用论潜藏着意向论，前者是以后者为

基础，是可以还原到意向论的。

正是由于语言现象的多样性、丰富性与复杂性，因此对语言的意义所在做出多

种解释也是必然的。比较契合常识的是弗雷格的意义 “指称论”，它把言词的意义解

释为在于其所指称的对象。譬如，“上海”这个词语的意义，就在于它表示的是 “上

海”这座城市。然而这种比较简单的意义论却难以运用到相对复杂的言语现象，例

如前面提到的 “门在那里”。这句话的复杂性在于它的意义并不在其字面上，而在于

它的 “弦外之音”，即别有所指。这种类型的意义可称为 “非自然的意义”，指称论

对此是解释不了的，而意向论恰恰能满足这一要求。

与维特根斯坦不同，英国哲学家格赖斯 （Ｐａｕｌ　Ｇｒｉｃｅ）提 出 的 正 是 意 义 的 意 向

论。这一理论的核心在于区分了 “说者所说的”与 “说者所隐含的”两种不同方面

的意义。“说者所说的”是指出自言说者口中的言语所传达的语言内容，是言语所直

接呈现的含义；“说者所隐含的”则指被说出的话语中所包含着的那些超出字面上所

表达的内容或含义，就像上面提到的 “门在那里”一样。

上述的区分是以 “自然的意义”与 “非自然的意义”之分为基础的。“自然的意

义”表现的是一种事实性的关系，它不存在说话者的意向的介入。承载它的言语所

表达的意义是由该言语自身所蕴含了的，因此其意义是不能超出言语所表达的东西

自身或者与之相反的。自然意义的具体体现是，如果你说 “皮肤上的这些皮疹意味

着 （ｍｅａｎ）麻疹”，那么你就不能说 “他 没 有 得 麻 疹”。① 反 之， “非 自 然 的 意 义”

则涉及说者的因素。通俗地说，格赖斯的 “非自然的意义”乃是一种 “言外之意”，

这种意义超出了言语本身所表达的内容。反之， “自然的意义”并没有什么言外之

意，其意义恰如说者所表达的那样。

这里重要的是，格赖斯认为 “说者所隐含的”意义是由说者的意向所决定的，它

是某种与说者的心理状态有关的东西，尤其是说者的意向，是说者实际上想传达给听

者的东西。说者的蕴意包含着我们实际所说的言语以及这些言语所处的语境。它们可

以包括过去共有的经验、社会习俗，也可包括面部表情、语调和手势等。

格赖斯做出上述区别，是为了论证言语的意义在于说者的 “意向性”。在此问题

上，塞尔认同格赖斯的观点，也认为 “语言的意义是来自意向性的”，② 说话者的意

向是意义论的核心基础。此外，戴维森也有类似的看法，认为不论是说话还是写作的

言语行动，都是按照言者的意向来产生某种语句系列。因此，要理解有关的话语，解

释其意义，关键就是要把握言者的意向。他们的这种语言表达的意向论，可以说从语

言哲学方面为本文形成一种包括言与行的统一的理解论提供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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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行动的意义所在

与言语的意义在于言语者的意向性相同，行动的意义也可以来自行动者的意向。

之所以这么说是基于如下的根据，即行动的心理方面的原因 （包括意向）与结果的

可背离性，也就是说，所意愿的东西与所产生的结果之间的不相符。就此而言，存

在着两种可能的情况。一方面，如果结果相同而原因不同，这会使得它们的意义不

一样。例如，同样是致人死亡，有的是故意伤害，有的却 是 出 于 自 卫。另 一 方 面，

如果原因相同而结果不同，其结果的意义也不一样。例如，同样是出于救死扶伤的

意向，有的手术的结果是救了患者，而有的却意外地导致死亡。当然，在行动的心

理方面的原因 （包括意向）与其结果之间也能够是统一的，即产生预期的结果。这

意味着相同的原因产生相同的结果。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的事件具有相同的意

义，因而并不产生意义的理解上的难题。

具体说来，从意义的理解的角度看，在心理因与其结果之间存在着四种可能的

情况：一是，原因是正面的，而结果是负面的；二是，原因是负面的，而结果是正

面的；三是，原因与结果都是正面的；四是，原因与结果都是负面的。

显然，假如属于第三与第四种情况，即原因与结果是一致的，那么对于该事件

的理解就不会出现原因与结果相背离的难题，而可以将事件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

理解、把握其意义。但对于第一与第二种情况而言，问题在于，我们到底应当根据

何者来对其意义进行理解？

从现实来看，以原因为依据，或是以结果为依据，这两种情况都是存在的。例

如，在司法审判中，同样是杀了人，但 “故意杀人”与 “过失杀人”，其量刑是有本

质差别的。这里的 “故意”与 “过失”，属于原因的范畴。前者是有意为之，后者属

于 “失手”，并无主观上的意图或愿望。可见，这是从 “意向”或心理因方面来理解

行动事件的意义。反之，人们有时是以 “结果”来作为理解行动事件的意义之依据

的。例如，某位母亲因为不让孩子挨饿，而去偷了面包。尽管其主观 意 图 是 好 的，

但其结果作为一种盗窃行为，却是不能被允许的。

从结果方面来理解行动的意义，这并不是知识论方面的问题。因此，本文下面

将从心理因方面来探究行动意义的理解问题。既然行动的心理因 （包括意向）与结

果是可背离的，这就为我们从心理因方面来理解行动的意义提供了可能性。

三、行动的意向与理解

１．行动的心理因解释

行动的意义与其原因有关，从常识上不难想见。同样是捐款，有人是出于善心，

有人却是为了面子。因此，前者的意义高尚，后者只是从众而已。就此而言，要理

解某个行动的意义，就需要揭示其心理方面的原因。然而，要解释心理因是否存在，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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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由哪些要素构成，这些要素如何引发行动，等等，这些方面仍存在着理论上的困

难，从而也就有着长期的、大量的争论。

康德较早对心理因与行动 的 关 系 进 行 了 研 究。他 所 提 出 的 是 “自 由 的 因 果 性”

的概念。他认为这种 “自由的因果性”乃是应当 “被设想为在纯粹的意识中的自在

的存在者本身”，也就是应被看作一种由 “意志”概念本身所包含的、仅仅存在于意

识中的心理因素。因此，康德也把它称作 “意志的原因性”，以及 “纯粹理性的原因

性”。① 在他看来，这种心理方面的原因性是不能被做出任何经验性描述的，并且他

重在将它与 “自然因”区分开来。因为对康德的哲学而言，它要考虑的是如何区分

“自然”与 “自由”这两个不 同 的 领 域，以 及 相 应 所 适 用 的 两 类 因 果 性 概 念。提 出

“自由因”这一概念，康德意在论证 “自由 （意志）”的存在，要解决的是人能够自

主地决定自己的行动，从而理论上摆脱行动的 “决定论”，以便为建立一种道德自律

的伦理学说提供依据。②

在以 “自由 （意志）”作为行动的原因依据时，康德同时关注的是 “动机”概

念。“道德律”被视为我们行动的动机，它是我们 “行动的主观的规定根据”。③ 在

道德行动究竟是由情感还是理性所决定的根本问题上，康德与休谟相反，主张的是

后者。他这方面的一个基本理由，就是情感是由理性 （德性意向）的动机所规定的。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他建 立 起 一 种 道 德 “自 律”的 学 说。而 自 律 与 他 律 的 区 别，

正是在于目的与动机上的区别，在于是否以道德律来作为行动的根据，而不在于其

他的方面。因而，对于 “理由”这个概念在自由因中的作用，康德并没有加以考虑。

然而，“理由”无疑与 “目的”的形成密切相关，它是形成行动目的的基础。尤其是

对于理性的人来说，他的行动之所以是理性的，就因为他是有理由的，而不是单凭

情感行事。因此可以说，康德在对 “自由因”概念的构成因素的考虑中，存在的一

个不足是没有将 “理由”概念包含在内。

康德之后，行动哲学的研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该领域的一个基本问题依然是

有关行动 “原因”的，亦即因果性概念是否适用于对行动的解释？假如不适用的话，

又如何给出替代性的解释？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存在着多种反对意见，其中主要的一种来自二元论的主张，

认为心理属性不同于物理属性，并且所有的因果机制都是物理机制，因此不可能有

心理事件对于物理事件的原因作用。其他的反对意见，包括反对将 “理由”视为行

动的原因，因为诸如态度或信 念 这 类 主 观 方 面 的 因 素，它 们 只 是 某 种 状 态 或 倾 向，

而不是 “事件”，因此不能成为物理事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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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后一种意见，戴维森的反驳是，状态和倾向不是事件，但受到状态或倾向

的冲击则是事件。例如，当你激怒我的时候，我便可能产生一种想要伤害你的感情

的愿望。他认为，那些主张心理事件没有资格作为行动原因的人，常常忽视了上述

这种显而易见的事实。通过反驳与解释，戴维森断言 “行动的基本理由就是它的原

因”，① 以此来作为行动的因果解释的一条原理。他提出，在需要解释 “你为什么做

那事”，亦即解释行动的原因的时候，其合理的方式是采用 “基本理由”来进行。所

谓 “基本理由”，指的是 “（赞成性）态度”（ｐｒｏ－ａｔｔｉｔｕｄｅ）和信念这两个要素，前者

又包括 “愿望、需求、冲动、激励和各种道德观、审美原则、经济上的成见、社会

习俗以及公众和私人的目的与价值”。② 例如，他锻炼身体，因为他想减肥，并认为

锻炼身体将达此目的。在此例子中，“想减肥”属于赞成性的态度，“认为锻炼身体

将达此目的”属于信念。戴维森认为，通过 “态度”加上 “信念”的理由，我们就

解释了该行动者 “为什么”锻炼。并且他认为，当我们通过为某件行动提供理由来

解释时，该理由与行动之间关系的解释乃是一种 “合理化解释”，并且由于 “理由就

是原因”，所以它同时提供的又是一种因果性解释。这样，在戴维森那里，理由的解

释 （合理化解释）就与因果性的解释合二为一，从而为行动事件的因果关系难题提

供了一种新的解读方式。有的学者将此方式称为 “欲望—信念”模型 （ｄｅｓｉｒｅ－ｂｅｌｉｅｆ

ｍｏｄｅｌ　ｏｒ　ｗａｎｔ－ｂｅｌｉｅｆ　ｍｏｄｅｌ），其中的要素被分析为： （ａ）行动； （ｂ）适当的欲望

（赞成性态度）和信念；（ｃ）在ａ和ｂ之间的恰当的解释关系。③

“欲望—信念”模型是戴维森用以解释行动的总模型。有关行动的 “目 的”问

题，他也一样放在这个模型中考虑，或者说同样归入这个模型中。简单说来， “欲

望”对于戴维森来说意味着 “目的”。这表现在欲望，即赞成性态度 （ｐｒｏ－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指定了行动者所具有的一个 目 的，而 信 念 则 把 某 个 特 定 的 行 动 与 达 到 这 个 目 的 的

某种可能性联系起来。此外，对 愿 望 和 信 念 的 描 述，在 他 看 来 也 属 于 一 种 目 的 论

的说明。

戴维森虽然弥补了康德在自由因解释中忽略了理由的缺陷，不过，它产生的另

一个问题是将 “欲望”混同于 “目的”，这似乎并不合适。动物有欲望，但不能说有

目的。对于人来说，其区别则在于，欲望可以是感性的、本能的，但目的是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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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觉的，因而是属于理性层面的，所以这两个概念不可等同起来。

以上论述了对行动的心理因解释。随之可能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在什么情况

下心理因的解释并不适用于行动？安斯康姆的回答是，假如行动者对某个事件的回

答是：“我并未意识到我正在做那件事”，以及假如其回答隐含着 “我观察到我正在

做那件事”，① 在这两种情况下，对于行动的 “为什么”的问题，心理因的解释并不

适用。也就是说，在第一种情况下，行动者是无意识地、本能地，或是习惯性地做

出某件事情，因此该行动不存在明确的心理因。对于第二种情况，安斯康姆之所以

有这样的解释是基于她的如下观点，即意向性行动属于 “不用观察就知道的事情”

的一个子类。例如，一个人注意到他在横穿马路时交通灯开启了。

不过分析起来，安斯康姆上述意 向 性 行 动 属 于 “不 用 观 察 就 知 道 的 事 情”的

论断，显得并不完备。这里的问 题 在 于，就 意 向 性 是 否 需 要 “观 察”而 言，她 没

有区分有关自身或他人这 两 类 不 同 的 意 向 性 行 动。虽 然 就 行 动 者 本 人 来 说，他 对

于自己的意向性行动是可 以 不 用 观 察 就 知 道 的，诸 如 我 之 所 以 开 灯，是 因 为 我 要

写字，否则光线太暗。这样的 行 动 来 自 自 己 的 意 向，对 于 开 灯 者 本 人 自 然 是 不 用

观察就知道的。但 是 对 于 他 人 的 意 向 性 行 动，我 们 却 只 有 通 过 观 察 他 们 的 行 动，

尤其是其结果，才能够 明 了 其 意 向 性。就 如 同 打 仗 一 样，采 取 声 东 击 西 的 策 略，

就是为了隐蔽己方的意向，而 不 让 敌 方 从 己 方 的 行 动 中 窥 测 出 它 来。由 于 他 者 的

意向属于隐秘性的东西，是存在于他者内心之中的，假如它不通过行动展现出来，

旁人是无法得知的，除非他 自 己 告 知 了 这 一 意 向，而 这 则 属 于 另 一 类 问 题，即 理

由或证据问题。哲学中对 “他心”问题的研究，提供了这方面的参考。一般而言，

我们只能通过他者的言语或行动，或者是其他人的证言等来了解 “他心”。即使是

在一些能够直 接 把 握 他 心 的 情 况 下，也 需 要 通 过 他 者 可 见 的 表 情 来 得 到。例 如，

看到他人哭了，我们懂得他处于伤心的状态，而这恰恰是通过观察得来的。

２．“意向性”与心理因的构成

要理解心理因对行动的影响，还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心理因的构成要素有哪些，

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如何，以及在心理因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尤其是意向是否直

接就是心理方面的原因？

戴维森曾列举出心理因 （他称之为 “心理事件”）所包含的一些要素，如感知、

注意、计算、判断、决定、意向性行动和信念变化。他举例说，如果某人弄沉了俾

斯麦号舰，那么这些感知等不同的心理事件，都在弄沉俾斯麦号舰这一行动中 “起

着原因的作用”。② 在戴维森看来，作为心理方面的原因，它包含着感知、注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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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等要素。

不过分析起来，戴维森的上述看法似有需要澄清的地方。严格说来，构成心理

因的要素，应 当 是 目 的、意 向、动 机、信 念、欲 望 等，它 们 才 是 原 因 性 的。至 于

“感知、注意、计算、判断”，并不直接构成原因。我们所感知、注意到的东西，假

如与我们的目的无关，就不会成为我们的意向，从而也不会成为引发我们行动的原

因。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所感知到的东西实在很多，注意到的东西也不少，但我们

并不会因为感知或注意到它们就去采取行动。或许我们可以将它们看作心理因的引

发因素，但它们本身并不构成原因。类似地，计算与判断也是如此。它们同样也不

构成行动的原因，而只是为我们在行动理由的选择上提供帮助，从而为心理因的形

成提供帮助。也就是说，它们只是在原因的形成过程中起着辅助性的作用。正是通

过这些帮助，行动者才能够做出自己的选择，产生行动的目的，坚定自己的信 念，

使之转化为行动的动机，并且作为心理的意向，促使自己去行动。换言之，在意向

性行动的产生中，感知、注意、计算、判断都是起着一种帮助原因形成的中介的作

用，但它们自身并不构成原因。

前面提到，戴维森是以 “理由因” （即 “理由就是原因”）的方式来解释行动

的。然而，他的 “基本理由”概念是与 “意向”密切相关的，因为他把 “意向”看

作一些明确的 “态度”，乃至它 “就存在于这些态度中”，① 因此他有时甚至将意向

和欲望两者相提并论。例如，在 《意志薄弱如何可能》一文中，在他所举的某个人

因为想知道现在几点了，就看了手表，这里的想知道此刻时间的 “欲望”，也被戴维

森表达为 “意向性”。② 这种意向性的作用，在于它是理由及其引起的行动之间的重

要中介。由于做了这种等同，他给出如下突出 “意向性”作用的说法便是自然的了：
“心理事件的显著特征并不在于它是私人的、主观的或非物质的，而在于它展示了布

伦塔诺所谓的 ‘意向性’”。③ 他甚至还将基本理由与意向相提并论，认为 “知道某

个人为什么如此行动的基本理由便是知道该行动据以做出 的 意 向”。④ 他 举 的 例 子

是，如果我在岔道口向左转，那是因为我想去加德满都，我向左转的意向即是去加

德满都。这里，“我想去”显然是个意向，根据这个意向 “我”向左转。从上面的说

明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戴维森的 “理由因”的理论也可视为一种 “意向

论”，亦即意向成了理解或解释行动的依据。

塞尔在肯定意向状态对世界上的事态存在的既能 “表征”事态，又能引起行动，

从而导致对象变化的双重因果作用时，也同样将 “意向”视为作为原因的心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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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本性质。他以 “举起我的胳臂”为例来说明，在这一行动中，是 “我的有意识

的决定”，亦即意向性决定导致了我的胳臂被举起。虽然塞尔旨在表明产生心理活动

只是脑的物理结构的一个特征，但在诸如 “举起我的胳臂”的行动中，并不存在两

个彼此平行的物理现象 （神经元的激发引起生理学变化）与心理现象 （意向性的因

素引发身体运动），而只是同一大脑现象的两种不同的描述而已。

笔者认为意向性在心理因中是根本性的，不论是目的、动机、信念或欲望，作

为主观性的心理因素，它们都可以归结为一种 “意向”，即某种 “打算”（或要做某

事的打算）。“目的”如此，“动机”如此，“信念”“欲望”亦如此。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可以说意向性乃是心理因的关键特征。因此，对于从心理因上来理解行动而言，

关键就是要把握其 “意向 性”。同 时，我 们 也 需 要 讲 清 楚，意 向 乃 是 行 动 的 必 要 条

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没有意向就不会有行动，但有意向未必就会有行动。意向是

否会引发行动，还需要满足一些其他的条件，不论它是心理的或是外部的条件。例

如，如果一个人意志薄弱，缺乏勇气，那么即使有意向，他也可能不会去行动。

在有关心理因中诸要素的相互关系的探讨中，安斯康姆曾论及动机、意向与心

理因的关系，力图将心理因同动机、意向区分开来，并将动机排除在原因之外。这

一点与上面述及的康德的思想正好相反。安斯康姆提出，“在考虑行动时，重要的是

区分心理因 （ｍｅｎｔａｌ　ｃａｕｓｅ）和动机”，① 并且断言 “动机根本就不是原因”，② 这是

由于，动机虽可向我们说明行动，但这并不表明它们在作为原因 “引发”（ｃａｕｓｉｎｇ）

的意义上 “决定”了行动。之 所 以 有 这 样 的 观 点，是 由 于 安 斯 康 姆 是 通 过 “理 由”

来解释意向性行动，亦即认为当我们依据理由来行动时，就是在有意向地行动。意

向性行动与非意向性行动的差别，就在于是否给出一种理由。因此，在她那里理由

是行动的原因，而动机则不是原因。但笔者认为，说理由是原因而动机不是原因，似

乎没有什么道理，事实上也很难将它们截然二分。因为从行动的实际情况来分析，理

由不仅可以成为动机，而且需要成为动机，才能引发行动。现实中存在着很多我们有

理由去做，但实际上却没能去做的情况。这其中的一个缘故就是，理由因为某些条件

不具备 （包括客观的条件）而未能转化成动机。这就像年轻夫妻有一百个理由来生小

孩，但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动机或意向，再多的理由也不起作用。

把动机排除在心理因之外，似乎并不恰当。从常识上说，我们在分析、探究一

个人的行动的性质时，往往要通过追究其动机来确定，不论是对于好事或是坏事都

是如此。例如，某人捐款给学校，这是一件好事，客观上是捐资助学，但他的动机

可能是要与学校搞好关系，以便将来能够让自己的子女进入该校就读。这属于虽是

好事，但动机却不纯的例子。反之，如果一个人本想协助抓 “贼”，但结果误撞了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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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者，这属于坏事却有好的动机的例子。因此即使是从常识的角度看，动机对于行

动的原因作用也是无法否认的。

不过从理论上说，比较麻烦的是如何解释动机与意向的关系。关键似乎在于：是

否仅仅凭借动机就能引发行动。如果从这一点考虑的话，那么 “意向”的作用就变得

明显了。应当说，有动机而无意向，是不会引发行动的，即使在不存在外部条件限制

的情况下。这就像一个人虽有追求健康的动机，但却缺乏节制饮食的意向一样，这里

出现的是动机与意向的背离，并且是意向，而不是动机，决定了行动的结果。

将心理因的核心归结为意向，使得我们不仅能够将语言的意义，而且也能将行

动的 “意义”之所在的问题统一起来，将它们定位为 “意向”。这是本文想要达到的

一个目标。假如这一解释能够成立，那么一种在实践知识论背景下的，通过心理因，

特别是其中的意向性来把握言与行的意义的理解论，就可能建立起来。理论思维的

一个特点，就是从 “多”中求 “一”，亦即从 “特殊性”中寻求把握 “普遍性”。柏

拉图的 “理念”、程朱理学的 “理”，都体现着这种思维。一旦把握了事物的普遍性，

繁多的现象就得到了透彻的 理 解。这 就 是 所 谓 的 “一 月 映 万 川”，它 是 哲 学 的 一 个

“道”，对于理解论也是如此。

３．行动意义之理解的关键在于把握意向性

上述对构成心理因的 “概念族”的诸要素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分析，旨在表明，

由于意向性在心理因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所以，从原因方面来理解行动的关键，就

是要把握意向性。

例如，有位小偷本想入室偷窃，因此他打破窗户，不想里面昏倒着的一位煤气中

毒的妇女，却因新鲜空气的流入而得救。这一得救的结果，可以来自行动者不同的意

向性 （心理因）。如果该行动者是出于救人的意向，那么其行动的意义无疑是高尚的；

反之，由于它是出于盗窃的意向，因此即使它有积极的结果，但其意义却不值得肯

定。同理，以上文提到过的 “故意或过失杀人”的例子来说，同样是杀死了人，主观

上是故意的，还是非故意的，就决定了这一行动的意义，决定了它的性质。这就告诉

我们，对于从心理因理解行动的意义来说，关键是把握其与目的相关的意向性。

以上分析表明，在结果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 “意向”或心理因决定了有关行

动的意义。如前所述，康德的道德哲学是以 “自由因”为行动依据的。这种主体方

面的原因之所以可能，又是以 “自由意志”的存在为前提的。所以康德还有这样的

提法：“意志应当是这些客体 （按：指的是善恶这类道德活动的对象）的原因”。①

把意志规定为道德行动的原因的说法，很容易引申出一种 “意向论”。因为意志的起

始活动，即确定目的的活动，就体现为意向。康德所主张的道德 “自律”的原 则，

作为一种道德上的 “应当”如何的规定，实际上可以被解释为道德上的应当如何的

·６３·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２２年第１０期

①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５９页。



意向。在这个意义上，康德的道德义务论似乎也可被解读为一种意向论。假如这样

的解读成立，那么它就为我们的以意向作为心理因之核心的观点，提供了又一个具

有权威性的根据。

四、“理解”的特质、基础及其方法

前文论述了意向的把握是理解行动事件意义的关键，以此为视角，理解的特质、

基础及其相关的方法是什么？

１．意义的理解表现为心灵的交汇

在理解的性质问题上，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解释，这里仅分析比较有影响的狄尔

泰与维特根斯坦。① 狄尔泰将理解看作一种体验，它主要建立在表达与被表达者之

间的关系之上。他曾将理解划分为 “基本的理解”与 “高级的理解”，前者是通过类

比推理的方式来知道另一个人要干什么，而不是从结果来探求原因的过程。基本理

解的过程建立在表达和被表达的东西之间的关系上。狄尔泰强调对另一个体的理解

是基于人作为种类所具有的 “相似性”和 “共同性”之上的，就像理解句子也是通

过共性才可能的那样。“高级的理解”则是从个别的生命表达出发，通过归纳推理来

达到对一部作品、一个人、一个生命关系中的整体关系的理解，或者说，是通过将

自我本身移入某件作品或某 个 历 史 事 件，来 进 行 对 它 们 的 重 新 体 验，并 加 以 复 原，

以达到重新体验并理解他者的生命经历的目的。狄尔泰强调重新体验对心理世界的

把握的重要作用，并且说他只对这一过程的结果感兴趣，而无须对之进行心理学的

解释。另外，他还认为理解不能通过任何逻辑活动的公式表达出来。在这种重新体

验中，生命表现对我们来说同时是一种普遍的东西的代表。在从特殊者到特殊者的

推理中，有一种与体现在每一情况中的共同的东西的关联存在。

维特根斯坦主要是从语言的角度来谈论理解的，因而他对理解的性质的解释也

是从这一角度进行。他把理解的对象和作用界定为把握语言游戏的规则，把是否能

够对语言加以应用视为理解的标准。在这方面的思考中，他还论及当今的理解论试

图分辨清楚的一个 问 题，即 理 解 与 “知 道”之 间 的 关 系 是 怎 样 的，认 为 这 两 者 在

“语法”上有着密切的关系。②

至于 “理解”的 属 性 是 什 么，维 特 根 斯 坦 给 出 了 两 种 回 答。一 是，它 是 一 种

“特殊的经验”，依据它，行动者知道如何继续进行他的工作。但对于这种特殊的经

验在性质上是什么，维特根斯坦只是含糊地提到它是可以被 “描述”的，而没有具

·７３·

知识论语境中的理解

①

②

虽然前面提到了塞尔、戴维森等 的 意 向 与 意 义 论，但 他 们 在 “理 解 的 性 质”问 题 上 并

没有专门的论述，所以这里就不论及。
参见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汤潮等译，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２年，第８１页。



体加以指明。二是，给出一个否定性的回答，即 “理解不是一个心理 （ｓｅｅｌｉｓｃｈｅｎ／

ｍｅｎｔａｌ）过程”。① 不过，应当说这一回答给人们留下的只是一种疑惑。既然理解不

是一种心理过程，但它又与 “知 道”密 切 关 联，而 它 们 无 疑 又 都 属 于 意 识 的 活 动，

因此如何能够否认理解是一种心理过程？

认为理解不是心理过程的说法，在直观上是很难接受的。在这方面，维特根斯

坦之所以有这样的思想，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他认为 “理解”同 相 信、知 道、

意向等，都 “不是意识状态”，而暂且把它看作一种 “倾向”（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在他看

来，“倾向”与 “意识状态”两者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 “倾向不会被意识的中断或

注意力的转 移 所 打 断。”② 他 举 例 说，确 实 我 们 几 乎 不 说 从 昨 天 起 我 “不 中 断 地

（ｕｎ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ｅｄｌｙ）理解”某件事情，但却可以说我 “整天都很沮丧”。③ 其次，他谈

论的 “理解”，主要指的 是 对 语 句 的 理 解，如 “什 么 叫 做 理 解 一 个 句 子”。④ 因 此，

局限于这一对象，他把理解看作懂得 “对句子的使用”，并且说，当我运用某个句子

时我就理解了它。最后，这大概与他对 “心理过程”这一概念的狭义理解有关。他

把 “心理过程”等同于 “牙痛”之类的感觉。他写道：“痛苦逐渐加剧或减少；听见

一个调子或句子，这些是心理过程”。⑤ 也 就 是 说，他 给 出 了 一 个 偏 狭 的 “心 理 过

程”的概念。实际上，理解涉及的理由的判断与选择，以及相关的推理等认知过程，

这些都属于人的意识活动，所以也都应归属于 “意识状态”或 “心理过程”的范畴。

在笔者看来，虽然理解的对象多种多样，除了语言与行动之外，还包括对事物

是怎样的，它们如何是这样的，以及为什么是这样的等方面的理解。但就意义与意

向的理解而言，它构成理解的能够区别于 “认识”的典型方式。而这种方式所具有

的根本性质，是理解者与被理解者的心灵的交流与汇通，尽管这种交流与汇通未必

是显露出来的。这种心灵上的交流与汇通，正是 “理解”区别于 “认识”的一个突

出特征。

之所以这么断言，是由于如同前面所论述过的，不论是言语或行动的意义，它

们都是由言说者或行动者的意向所决定的。因此理解者要从根本上把握其对象的意

义，就需要把握其中蕴含的言说者或行动者的意向。这样一来，理解的过程就展现

为理解者用自己的心灵来与对方的心灵相交流，以达到汇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理解者需要运用自己的相关知识与经验，尤其是心理方面的知识与经验，来帮助自

身进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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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理解论的探讨中，一个焦点问题是理解与 “认识”的区别何在？实际上，

它们的基本区别也正在于此。知识的获得并不需要与对象在心灵上有所交汇。我认

识到两点之间直线最短，某座房子发生火灾是由于电线短路，等等，这里并不存在

心灵上的交汇问题。即使对于不仅 “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的，通常被视为达到

了 “理解”的情况而言，这里也不存在理解者与被理解者之间的心灵汇通问题，就

像不仅知道了在房子火灾与短路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而且还理解了为什么会如此

的道理，这其中并不存在心灵的交汇一样。

从上面 的 论 述 看，狄 尔 泰 有 关 理 解 需 要 理 解 者 的 “投 入”，并 以 人 作 为 一 种

“类”的存在所具有的 “共同性”“相似性”为依据，来理解他人的 “生命表现”，以

达到 “重新体验”他人的心理世界的论述，是比较具有合理性的。虽然类比是一种

比较简单的推理，但心灵之间的相似性以及由之而来的可理解性，却是构成人们之

间相互理解的基础。孟子谈论人性的问题时，就是以 “心有同然”作为论证依据的。

如果肯定了这一点，那么维特根斯坦的 “理解不是一个心理过程”的论断，至少就

意义与意向方面的理解而言，显然并不适用。

由于理解具 有 这 种 心 灵 汇 通 的 性 质，所 以 从 知 识 论 的 角 度 上 说，它 具 有 一 种

“意识的透明性状态”，因此属于 “内在主义”的范畴。所谓的 “内在主义”，本来断

言的就是认识主体用以确证某个命题的东西 （证据、理由等）是内在于主体本身的，

或者用专门的术语来说，即用以 “确证”命题的因素是内在的，是可以通过内省或

反思把握的。是否具有这种意识的透明状态，可以作为区分理解与认识的一个标志。

对于一般意义上的 “认识”而言，它们不乏被动性的接受，例如经由他者的传授或

证言 （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ｙ）而获知的情况，这些是可以在缺乏自己的反思与拥有理由的情况

下获得知识的，因此可以表现为一种缺乏意识的透明性状态。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

即知道某事，但却不知道自己知道这件事；然而却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理解

（某事），却不理解自己理解这件事。① 理解的这一 拥 有 理 由 并 能 进 行 反 思 的 特 点，

也表现在它的基础是理由，而 非 事 实，以 及 它 所 运 用 的 方 法 是 “最 佳 解 释 的 推 论”

之上。

２．理解的基础是理由而非事实

前面的论述中，我们把对言语与行动的理解，主要归结为对其意义的理解，并

且认为构成行动意义的核心是 “意向性”。由于意向性属于说话者与行动者的心理因

素，因此它是隐藏于行动者心中的。《孙子兵法》中 “兵以诈立”的说法，就形象地

反映出用兵者的意向或意图所具有的隐蔽性。因此，要把握行动者的意向，显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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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把握外在的客观对象不同，也与自我理解的方式不同。对于外在对象的认识，我

们依据的是事实，以是否符合事物的客观状态来决定认识的真假。对于自我的行动

的理解，我们可以借助 “内省”的方式来进行。然而，对于他者行动的意向性的理

解，则需要根据所掌握的理由。

这里所说的 “理由”，可以被分析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于行动者而言，形成

行动的意向是需要根据理由的，除非他是非理性的。此外，行动的理由是与目的相

关的。因此，没有行动的理由，就没有行动的意向。戴维森正是主张根据 “基本理

由”来理解行动者的意向的。安斯康姆的观点也大体一致。她认为， “如果 ‘为什

么’问题及其给出行动理由的回答不存在，那么 ‘有意愿的’ （ｖｏｌｕｎｔｏｒｙ）或意向

性行动的概念就不会存在”。①因此，如果要理解行动者的意向，就需要把握其理由，

这样才能使得有关的理解是合理的乃至可靠的。另一方面是对于理解者而言，他的

理解是否合理，是否可靠，由于涉及的是行动的他者的隐蔽心理状态，因此难以像

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那样诉诸事实，而是需要依据理由。

这里所谓的 “理由”概念，可以包括 “事实”的概念，但并不局限于它。这就

是说，事实可以作为理由，但理由远不止是事实。事实是个别的，但理由可以是普

遍的。一些普遍性的规律、法则，都可以被用作理由。此外，事实是客观的，但理

由在形态上是主观的，也就是何者作为理由，是出于理解者的选择，尽管它可能包

含着客观的内容。我们无法改变事实的存在与否，但却可以决定理由的选择。这是

因为理由是属于 “信念”的范畴。对理由的采用乃是一种意识上的自觉，它意味着

在理解者看来，他之所以采用某种理由，是因为他认为这个理由与他所要理解的现

象之间存在着一种恰当的确证关系。因此，“理由”是作为一种被相信了的东西来使

用的，而信念无疑是主观的。并不存在 “自在的”理由，这与 “事实”相反。事实

由不得你相信或不相信，它本身就摆在那里，差别只是在于认识者对它是知或未知、

是正确的知还是错误的知而已。从构成上说，理由既可包括理解者在狄尔泰意义上

的 “共情”（ｅｍｐａｔｈｙ）等主观心理因素，也可包括价值评价的因素 （例如，“我不

说谎”是出于 “为善”的理由，而 “为善”与否属于一种价值评价），以及分析、判

断、推理等逻辑的因素。理由构成的多样性是由于意向本身的难以证实性以及它与

价值的可能关联性使然。

由于理解所依据的理由在与行动相关时往往涉及某些价值判断，这就使得理解

的理由具有主观性。因此，它虽与事实有关，也可包含事实作为理由，但却与单纯

的、客观的事实有区别。因而甚至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相同的事实可被用作相反的

理由。例如，同样是 “下雨”的事实，可以成为理解旅行者之所以心情不爽的理由；

但它也可以成为理解 “久旱逢甘霖”的农民之所以高兴的理由。理解是基于理由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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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事实这一点，构成理解之所以区别于 “认识”的一个标志，决定了理解具有一些

自己的性质与特点，包括理解的方法是 “最佳解释的推论”等。

３．理解的方法是 “最佳解释的推论”

理解的基础既为 “理由”，这就决定了它的方法的特殊性。对于心理因果性 而

言，适合的是一种特殊性的理解及其相应的 “解释”。这类理解在解释上表现为在一

些既有的理由中进行辨别与选择，为某一行动给出特有的理由。也就是说，它需要

的是一种适合于对理由进行分析、判定与选择的方法。对于这种要求，归纳与演绎

方法显然并不适合。因为归纳的实质是从个别中得出普遍，而演绎则是在已确定的

普遍前提下推演出个别。狄尔泰认为理解的方法是归纳推理，因为在他看来，理解

是借助特殊事物中具有的 “共同性”来进行的，因此它是从个别的、一系列不完全

的情况中 “推导出一个结构，一个顺序系统”，① 这个系统将这些情况中的各个部分

关联起来，概括为一个整体。然而，对于行动事件的意义的理解，从把握其意向性

的角度看，往往需要的是对有关事件做出个别性的解释。有如上面所提到的，司马

懿要理解诸葛亮摆出的 “空城计”，其目的并非要把握什么结构或系统，而是要对这

一特殊事件本身给出一种解释，从而把握该行动的意向。

所谓 “最佳解释的推论”，其解释过程可用于这样一种从个别至个别的过程。它

从一些不同的理由 （作为假说）或事实中找出适合的理由，并推导出它与被解释项

之间具有的解释关系；或者说，它所做的是从个别的被解释项向同样是个别的解释

项的追溯。这里所谓的 “被解释项”，就是需要加以解释的现象，而 “解释项”则是

能够因果地推出被解释项的某个理由 （命题）。因此，这种推论在皮尔士那里被称为

“溯因推论”。它既不是演绎性的，也不是归纳性的，其合理性在于它对事件的理由

给出了最佳的解释。例如，某位病人发烧，可能是由肺炎、喉炎、胸膜炎等原因引

起的。医生推断该病人是因肺炎而发烧，假如这是其症状的最佳解释的话。

最佳解释的推论既适用于自然的、物体的现象方面，同样也适用于人的行为现

象方面。尽管由于行动者的心理因方面的隐秘性与不确定性，行动的理解在逻辑上

更难把握，然而，理解之所以需要且可以采用最佳解释的推论方法，这是由于，其

一，理解所要寻求的事件的理由往往是难以还原到事实的。假如某个理由能够被还

原到事实，毫无疑问，我们就应当将它进行还原，而且这样还原的结果是可靠 的。

然而在很多情况下，理解面对的理由是一些 “证言”（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ｙ），它在知识论上指

的是 “意在陈说事实或提供信息的任何陈述或其他的交流”，② 在形式上表现为陈述

者向听者传递某种信息或知识。对于听者而言，这类证言本身的可信度如何，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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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狄尔泰：《对他人及其生命的理解》，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
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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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尚处于一种有待证实的状态。

其二，在理解的活动中，作为解释项的理由与被解释项的行动事件 （作为现象）

之间的解释关系，是无法通过对来自同类事实的归纳，或是来自对某个确定的前提

的演绎而得出的。因为对于 行 动 事 件 而 言，其 意 向 （心 理 因）与 行 动 之 间 的 关 系，

属于个别与个别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个别与普遍之间的关系。就像古代军事家孙膑

所使用的 “减灶”的计谋一样，他逐日将行军扎营中的行军灶减少，是对敌方使用

的迷惑之计。在对这类现象的解释上并不存在普遍规律，因为同样是 “减灶”现象，

也可能真的是由于兵力的减员所致。因此，不论是归纳性的解释，还是亨普尔那样

的 “覆盖率解释模型”，对于理解个别性的行动来说并不适用，尤其是这里还涉及心

理与物理事物之间的联系并不存在规律的问题。因而对于行动事件的理解而言，需

要的是能够运用于个别性的理解及其相应 “解释”的方法。这类理解在解释上表现

为给某一行动找到某些特有的理由，具体操作上则体现为对特定理由的辨别与选择，

并确定它们与作为被解释项的行动结果的关系。就此而言，“最佳解释的推论”显然

是最合适的理解方法。

其三，对于某个行动事件或现象而言，存在着一些竞争性的理由。究竟采用哪

个理由最为合理，能够对被解释项给出一个最好的解释，就需要对这些处于竞争中

的理由进行解释，从而得出其中的哪个理由对于被解释项具有最好的解释关系，能

够从该理由中合理地推论出被解释项 （作为结果）。这也正是 “最佳解释的推论”中

“最佳解释”一语的含义。例如，某学生甲虽然平时学习成绩很好，但他却不去报考

研究生。为什么如此？可能存在着一些理由，如他的家庭经济比较困难，他可能已

经找到工作，等等。这些理由都可能构成他不报考的原因。但究竟是何种原因最终

引起他不报考的行动，假如当事者自己不明说，他者则需要通过合理的解释才能够

得出。这一点恰是 “最佳解释的推论”不同于归纳法或演绎法的特点。

其四，有如戴维森所说的，我们运用 “态度 （欲望）—信念”的模型来对当事

者的行动做出解释时，会碰到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可能为一个行动以及这一行动的

实施找一个理由，然而这个理由并不是他为什么采取该行动的理由”。① 在这种情况

下，解释者更需要为有关行动的真正理由做出合理的、恰当的解释。这种情况同样

也是在归纳或演绎方法那里得不到处理的。

在 “最佳解释的推论”中，关键的因素有两个，一是作为解释项的理由的解释

力，另一是推论的合理性。就前者而言，对于某个行动，我们之所以能够说理解了，

这意味着我们能够借助理由对它给出一种合理的解释，指出心理因与行动结果之间

的关系。因此，所具有的理由越充分，意味着它的解释力越强。就后者而言，通过

推论所表现出的解释的有效性，表现为一种解释上的 “合理”关系。这意味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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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借助 “真”的概念来进行这种解释，而是以 “合理性”作为标准。之所以如

此，是由于行动者的意向性或心理因的隐秘性质使然。当然，如同我们所指出过的，

由于 “理由”概念也包含了 “事实”概念在内，因此，如果行动者的意向或心理因

处于一种已经明显表露了的状态，或者说是已经处于能够被经验所证实的情况下，

那自然是要以 “真”为标准，用它来衡量理解的有效性的。不过，对于那些复杂的

行动而言 （如 “兵不厌诈”的情况），在其意向性或心理因难以证实的情况下，“合

理性”显然是一种恰当的、应予遵守的法则。对于这一法则，笔者且名之为 “规则

Ｒ”，并界定如下：

规则Ｒ：作为理由的Ｒ与被解释的事件 （尤其是行动事件）Ｅ之间存在着合理

的解释关系。

规则中所说的 “合理的解释关系”，需要满足如下两个条件：“自洽性”和 “可

信性”。所谓 “自洽性”，指的是有关理由与其所关联的事件背景、现有的其他相关

证据 （包括证言）之间能够相容，不发生矛盾。“可信性”则是一个相对的、程度性

的概念。对一个行动的理解，可能存在一些可选择的理由。何种理由比其他理由更

可信，更能对相关事件做出合理的解释，我们就应当采纳该种理由。这也正是 “最

佳解释的推论”所要做的事情。①

结　　语

将语言及行动的意义的理解，诉诸言说者或行动者的心理因，尤其是意向性的

把握，由此思考一种以 “意 义”与 “意 向 性 （心 理 因）”的 关 联 为 核 心 的 理 解 论，

是本文所要尝试的工作。由于 “理解”在日常中有着广泛的使用，表现为多种现象，

因此将意义与意向性相关联来解释 “理解”的做法，或者只能说是仅仅把握了 “理

解”的一个特定的、突出的方面。然而单从这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理解不同于

“认识”的特殊作用，以及它在哲学史上受到关注的原因。

〔责任编辑：莫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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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理解的合理性标准问题，参见陈嘉明：《理解与合理性》，《哲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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